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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奇迹”。

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我国GDP增速明显放缓。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

战略目标”。说明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发展进

入新时代，究竟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针对

这一问题，许多研究指出，技术创新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关键因素。[1][2][3][4]以互联网技术为代

表的新兴技术是当前运用最广泛、最成熟的创新技术，由此也产生了互联网经济或数字经济①等一系列

新兴经济形态。在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和相应的政策指导下，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激发消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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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前对于数字经济并无统一的定义。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既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

济，却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本文在梳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从微观、宏观两个层

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微观层面，互联网、

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可以形成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

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在宏观层面，数

字经济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

率，数字经济还具有一种类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长模式。最后，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

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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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投资、创造就业、增强创新力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全新动能与可行路径。

但对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直接证据，由此可能造成

缩小或夸大互联网等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导致政策制定时产生偏差。而直接证据的获取又面

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统计数据滞后、测度方法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法之一

是从理论角度，明确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际作用。

二、研究回顾

从数字经济兴起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过程。中国经济之前的高速

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5][6][7]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8]人口红利消失、[9][10]全

要素生产率降低[4]等，而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技术创新和需求拉动。[11][12]不可否认，互联网

及相关技术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兴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

第一类重视互联网的技术属性，这类研究遵照着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多用实证方法，探

索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3]—[17]这类研究得出的典型结论类型是：互联网技术某项指

标的提高，会导致反映经济增长某项指标的相应提高，但所得结论却不一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

值上的不一致——联合国宽带委员会的全球宽带报告指出宽带渗透率每提高10%，可以带动中国GDP

增长2.5%；刘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互联网资源每增长1%，可以促进GDP增长0.045%。[15]二是结论方向的

不一致——其实关于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关系，索洛（Solow）在1987年就提出信息技术与生产

率之间并无明显统计关系的观点，即“索洛悖论”。之后也有研究结论符合“索洛悖论”，如域名数、网站

数等基础资源与GDP的相关性较弱。[18][19]数值上的差异以及相关性上的不一致，反映出这类研究受数

据或研究方法制约，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对于互联网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深入的机理分析。

第二类是从互联网等技术应用效果的角度进行研究。相较于上一类研究，这部分研究更重视对机理的

探索。在宏观上，这类研究的起点是讨论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和机制。[20][21][22][23][24][25]在

微观上，往往针对数字经济中的某个具体领域。如在消费方面很多研究聚焦于电子商务的兴起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可以改变消费者的购物观念、[26]影响消费者的购物行为；[27]在生产方面研究

多从成本入手，如张磊、张鹏指出互联网技术在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中有积极作用；[28]单

凤儒认为大数据可以促进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资本转型升级；[29]杨新铭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

观（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学逻辑，认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

可以颠覆企业盈利模式、改变市场结构、扩展资源配置的边界。[30]上述研究为解释互联网技术促进经济

增长提供了丰富基础。而增长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且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渗透，其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既是多样化的，也是多层次的，如何全面反映互联网等技术对经济的作用是数字经济时代面

临的新问题。

以上研究对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丰富的探讨，但对其中机理的探讨显得较为

分散，因此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基于此，本文剩余部分首先归纳总结中国数字经济现阶段发展的基

本特征，然后遵照经济学基本逻辑，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探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如何促进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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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进而得出数字经济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三、机理分析：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化应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数字

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微观主体应用互联网等技术从事相关经济活动，如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互联网改进业务流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止2016年12月，

企业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已经达到95.6%；二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对传统经济产生影响，这点在

消费部门表现得最为明显，在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逐年上升；三是随着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的服务模式、技术形态

不断创新突破，如在B2B领域，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企业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的服务

模式，提高了贸易达成率。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既是当前经济社会的基本事实，也代表了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鉴于

此，本部分先分析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如何影响经济微观主体，在明确了微观机理后，再进一步从宏观上

分析互联网时代，各种新兴技术及新经济形态的广泛渗透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一）微观机理

不可否认，数字经济本质上仍具有很高的技术属性，因此在分析时，首先考虑数字经济的技术属性

带来的影响，之后将这种影响扩大化，分析在互联网等技术广泛应用下的整体经济形态。在这一思路下，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于经济增长的微观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成本。因此本部分的讨论从成本开

始。

随着信息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对传统行业的不断渗透，企业的成本已经形成了如下新特征：高固定

成本与低边际成本。其中，高固定成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的前期研发成本，包括因开发新产品

投入的费用、人力、物资等；二是为吸引用户而进行免费、补贴策略所耗费的成本。前者是一种沉淀成

本，在投入以后几乎无法收回或者改变。后者是数字经济特性决定的，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企业用

户规模达到临界容量后，就会触发正反馈，实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固定成本

与边际成本的特性使得行业平均成本逐渐降低，这一过程实际上形成了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又明显地

促进了企业产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互联网等技术不仅带来了企业产量上的增加，也使得企业开始关注产品的多样化生产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时代开创了自身产品之外的伴生

利润来源，之所以能实现这种盈利模式，是因为其将范围经济发挥到了极致。[31]传统的范围经济指厂商

的范围而非规模带来的经济，也即是当同时生产两种或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所需成

本的总和。而数字经济可以依靠在某一种主营业务积累起来的用户，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的业务，获得

更多的利润来源。目前典型的互联网企业均具有多样的产品，如腾讯的主营业务为即时通信，但其同时

有邮件、新闻、游戏等多种衍生业务，后者均基于主营业务平台，因此具有较低的成本，同时，企业积累

的大量用户资源也使新业务易于传播和被用户接受。

在上述两个方面中，规模经济描述的是产量与平均成本的关系，范围经济描述的是产品种类与平

均成本的关系。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形态是两种不同范畴效应的融合。规模经济是产量大幅增加，导致大

型企业出现；范围经济又可以使行业中出现多种业务或产品，满足不同需求。由此又形成了消费端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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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特征
网络外部性
成本特征
……

产生 规模经济

匹配 长尾效应
增加有效信息
完善价格机制
激发创新
……

产生 范围经济

互联网技术产生
的环境特征

互联网作用下的经济环境 经济效果

尾效应。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主要经济环境。说明多样化的需求被激发出来，

但规模扩大与产品种类的逐渐多样产生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信息冗余使经济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带来

新的匹配问题。而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又为经济市场中的匹配问题提供了优化路径。一

是增加了信息的有效性。互联网等技术自身具备的连通功能，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

可以很好地匹配供需双方，将繁琐的数据转化成有用的交易信息，降低供需缺口，提高匹配效率。二是

产生了新的价格机制。在传统经济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是相对独立的，其决策需要依靠价格予以协

调。价格的功能之一在于传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需信息，如前文所述，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更

好地提炼有效信息，从而在制定价格方面更为精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滴滴出行采取的动态定价策略

——当用车的需求超过供给时，会自动抬高价格。通过这种溢价算法，可以很好地调节打车市场上的供

需均衡。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这两条路径也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等造成的搜寻

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等成本。可以认为，数字经济既为企业满足消费者多样性需求提供了动

力，也为消费者获得多样化服务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

进一步，多样性的需求也扩展了市场边界，使市场不易饱和，为中小型企业创新提供了生存空间，

对于数字经济这种轻资本的经济形态，其创新可能来源于商业模式、组织关系的创新。因而中小型企业

的良好生存环境为整个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新力量。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经济发展

的三个阶段，由低至高依次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从总体上看，在互联网等技术的作用下，

整体经济发展由效率驱动逐渐向更高层次的创新驱动转变。上述分析可以用图1表示。

（二）宏观逻辑

微观分析的重点在于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兴起对经济

参与主体的影响，互联网等技

术具有为经济主体增加有效

信息，完善价格机制等正面作

用，有利于微观经济高效运

行。但仍无法回答其如何促进

经济增长的问题。经济增长的

来源无外乎两个：生产要素优

化和生产率的提升，本部分以

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的增长模型：Y=AF(K,L)为框架进行讨论。

从索洛模型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实现经济增长，使产出Y增加有三条路径，因此经济增长动力也存

在于这三条路径上。在只有两类投入的背景下，第一种是在产能（即潜在GDP）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加大

投入或改变资源配置，让产出接近产能，在模型中的表现为参数K，L增加，或调整K，L投入比重，从而增

加Y。第二种与第三种是改变产能，从而提高产量。其中，第二条路径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即改变F(·)

的函数形式或加入新变量。第三条路径是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

ity,TFP），即模型中的参数A，在这方面，Romer、Grossman & Helpman、Aghion & Howitt等学者进行了

有益地尝试，他们在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分离出研发部门，将增长模型改写为：Y=A(t)F(K(t),L

图1 互联网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微观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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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从图形上看，第一条路径是将生产点尽可能地移动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第二条、第三条路径是

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外推。

具体来说，第一条路径增加要素投入或调整要素比重从而增加产出的思路是工业经济背景下增长

的本质，但不可否认，该路径是最为普遍的经济增长路径，广泛存在于传统经济中，数字经济也不可缺

少。且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既增加了可投入要素的数量，也增加了可投入要素的质

量，同时，其另一个作用是可以较为精准地将生产资料在不同部门进行分配，继而更好地保证经济发展

中要素投入的充裕性与持续性。

第二条路径对应的是提高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时代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生产要素更丰富，二是

生产函数更高效。在增长理论中，生产要素主要分为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已有研究证明，自然资

源并不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日本、新加坡等资源不发达的地区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因

此，一般增长模型中只包含K,L两个关键变量。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不得不

考虑将一些新的要素加入增长模型中。如杨汝岱指出新经济时代的增长核算框架应加入数据(D)——

Y=AF(D,K,L)。[32]这里的数据是指企业所掌握的关于供需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促进企业自我发现、

细化分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信息在增长中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传播、流通方式，这其

实属于生产函数优化的范畴。在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假设F(·)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

格拉斯函数——Y=AKaL1-a，其中，a在0—1之间，仅改变a的取值范围，就可以改变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可以看出，传统经济理论对于增长函数的假设是非常严格的。数字经济时代对增长函数形式变得更加

不明确，个人数据、交易数据等各类数据激增，而互联网技术连通功能使数据流动起来，真正将生产者

与消费者、生产者之间信息互通，使凌乱的数据成为真正的有效信息，即互联网技术提高了信息的有效

使用效率，与上文中互联网技术对复杂信息的匹配机制逻辑自洽。这一过程被反映为互联网技术大幅

提高了信息或数据的边际产出，其他生产资料在互联网时代也有类似情况，本质上是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改变了增长函数的形式。而互联网为产业带来的微观特性，如网络外部性、双边市场等，会引发用户

规模的正反馈效应，可能使总产出呈现出类似指数增长的情况。

第三条路径对应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即全

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互联网时代

中既包括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包括商业模式创

新。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涌现改善了生产

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

长的“常规路径”。另一方面，商业模式的创新也

在不断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的

创新驱动下，对中小企业而言，进入市场相对容

易，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

济，O2O等。这些商业模式不仅创造了新需求，

也更精准地匹配了供需两端，促进了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第一条路径是将生产点尽可能

靠近生产可能性曲线，即在既定的条件下达到

产出最大化；第二、三条路径均是将生产可能性

路径三：技术进步，
创新驱动

路径二：增加新生产要素，
改变要素组合方式

生产力截面Ⅱ

生产力截面Ⅰ

路径一：增加要素投入，
优化要素配置

图2 互联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逻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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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外推。三条路径在数字经济时代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交替、迭代上升的关

系，即产出增长的可能性不断提高（第二条与第三条路径），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连通，运

算作用又使得要素更容易靠近潜在产出水平（第一条路径），如此循环，可以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增长

（见图2）。

针对增长问题，斯密（Adam Smith）曾提出经济增长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他认为，市场规模

扩大，将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提升，由此激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而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升又会进

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斯密增长模型的重点是增长过程，没有回答驱动力的问题，熊彼特（Schumpeter）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是驱动增长过程的主体。本文提出的长期增长模式与斯密

等人的观点并不相悖，区别在于本文的增长模式是从经济环境自身特征入手，更注重增长的自发性。

四、数字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作用

上文分析了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是

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增长，也是模式转变、结构升级引致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质量的增长，这种增长

方式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上述特征，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大战略任务。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

程中，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为相应政策的落地提供有力支持，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更

好的匹配机制，二是更强的创新激励。

匹配机制的作用包括两方面效果。首先体现在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环节中，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形成了更为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可以实现供需精

准匹配，降低交易成本，完善价格机制。其次，在要素自由流动环节，互联网促进了要素在产业之间、城

乡区域、国际之间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城乡区域、对外协调发展。“互联网+”精准扶贫所取得的良好成

效印证了上述观点——2017年全国淘宝村突破2000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部六个省市自治区，实

现了大的突破，农村淘宝已经在广西、贵州、重庆、山西、陕西和新疆落地生根。在互联网企业的支持下，

要素实现了自由流动，进而保障了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上述内容对应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

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等问题。这两方面的匹配，无论是供需

之间、要素之间的精准匹配，还是要素在城乡区域的自由流动，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都属于前文

框架中的优化要素配置，是让产出接近产能、让生产点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过程。

创新激励的作用在于提升生产效率，实质是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外推。从经济的增长动力来看，现代

化经济体系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的源泉依靠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2]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本身具有技术属性，属于增长函数里的参数A。但与一般技术不同之处在于互联

网等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由技术本身衍生的连通、计算、规划等能力，不是单纯的技术作用于经济增

长，而是这些能力与传统经济结合，产生化学反应，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端发展，可以为“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提供动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从微观角度看，互联网等技术的

广泛应用营造了创新驱动的商业模式，有助于激发市场微观活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环

境。上述内容可以看作由互联网等技术带来的“知识红利”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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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理和宏观逻辑。在微观机理部分，本文由成本

入手，分析了因互联网等技术的普遍运用而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这一

环境下，互联网发挥信息匹配作用，形成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

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在宏观逻辑部分，本文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框架，提出

了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

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结合形成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模式。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认为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

虽然互联网等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有一些潜在问题值得重视。首先，如果

数据或信息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资料，那么这种生产资料所有权该如何划归？当前互联网企业占有大量

的数据，会不会导致数据垄断这一新的垄断形式，进而降低生产效率，损害社会福利？其次，互联网时代

信息极大丰富，但信息安全问题也因此变得尤为突出。同时，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使其无

法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知识红利”，这不仅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也降低了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范

围。最后，目前受数据可得性、工具方法完善度等因素的制约，对于互联网经济的相关统计测度方式仍

比较滞后，由此导致无法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提供经验证据，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统计测度

问题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也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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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Jing Wen-jun, Sun Bao-we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is a new economic form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correspond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has shown a booming trend.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micro and macro levels. At the micro leve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mobile communication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can form an economic environ⁃
ment with economies of scale, economies of scope and long tails. On this basis, it can better match the supply and demand and
form a better price mechanism, thereby rais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At the macro level,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igi⁃
tal economy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ree paths, namely, new input factors, new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ne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elf-growth model similar to what Smith proposed.
Finall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vide a better matching mechanism and inno⁃
vation incentiv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 Digit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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